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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及自身所获得的积极的政治成果,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。从启蒙的

视域观照现代政治文明在近代中国的艰辛起步,近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就肇始于启蒙,作为近代启蒙重要阶段的戊

戌、辛亥启蒙所内蕴的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、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正是现代政治文明初萌的最强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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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纵横】

启蒙是一个历史现象、文化现象,是一种思想潮流

或运动 ,“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! 这就是启蒙

( 运动) 的口号。”[1]中国近代启蒙大体指的是从 1890

年前后至 20 世纪 20 年代 , 著名学者张灏将 1895 年

至 1924 年归为中国思想史上由古典而现代的转型时

代。此清末明初中西文化激荡的三十年,亦即中国的

启蒙时代[2]。近代启蒙,从戊戌算起无不都与民族危机

的刺激密切相关,“救亡式启蒙”必定与现实的政治运

动难分难解,“可以说是火借风力,风助火势,才能形成

一场规模宏大,影响深远的运动。”[3]虽然胡适曾说五四

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“政治干扰”。但有学者论证了

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在发展方向上走向了政治

解决之路,它的实际成效,也落在政治上。”[4]戊戌和辛

亥时期是近代启蒙的重要阶段,启蒙与政治运动紧密

相连、互相促进 , 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发展轨迹与基

本诉求,反映了现代政治文明在近代中国的初萌。

一、政治启蒙是中国近代启蒙的重要

阶段

当知识启蒙拉开了近代启蒙的帷幕 ,对封建政治

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接踵而来。伴随十九世纪末二

十世纪初激烈的政治运动高潮, 以政治运动为依托 ,

近代启蒙由知识启蒙发展为政治启蒙。

( 一) 政治启蒙的肇始

在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那儿,启蒙与现实

政治运动的讨论是启蒙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,他们争

论启蒙是革命的准备还是避免革命的最好方式。在近

代中国 , 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等政治

运动本身就是启蒙运动,由于缺乏欧洲“精神个体”生

成的商业社会为基础的精神文化背景,在政治运动中

移植的西方人文主义只能是政治式启蒙话语。所以 ,

近代中国的政治启蒙指的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

制统治 , 追求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运动

中,西方启蒙后逐步确立的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

相关的现代民主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,其中以民主

的国体政体问题为主,戊戌和辛亥时期的政治启蒙是

近代启蒙的重要阶段。

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变革和思

想启蒙运动。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

国自强求富的努力化为泡影;接踵而至的帝国主义瓜

分殖民地的狂潮,使得每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

考更为有效的救国途径。“百日维新”前,康有为、梁启

超、谭嗣同、严复等以《国闻报》、《时务报》作为宣传维

新变法的阵地,一系列政论文章和《天演论》等著作的

翻译出版, 大力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、经

济、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,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,

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尖锐的抨击,为变法维新进行舆

论上的准备 , 同时这些宣传也起到开启“民智”, 解放

思想 , 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思想启蒙作

用;变法失败后,从反思戊戌变法失败的角度 ,启蒙思

想家们注重破除民众的奴隶性,呼吁塑造具有独立自

由品格的现代国民 , 新民思想广泛传播 , 戊戌启蒙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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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向前推进。

戊戌之后,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

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 , 结束了封建帝制 , 而且在思想

上也是一次划时代的启蒙,这集中表现在资产阶级革

命运动中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,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使

部分中国人萌发现代民主意识,开始意识到自身享有

的各项权利 , 进而积极参与政治 , 为民主共和而进行

奋斗。辛亥时期的政治启蒙较多地体现在思想家们对

“国”的新构想,呼吁要将专制集权式的“皇权”转变为

民主参政式的“共和”;同时也包括对“民”的新思考 ,

提出要将奴隶式的“臣民”转化成主人式的“国民”。启

蒙抓住了问题的本质, 因为只有了近代化的新国民 ,

才有可能去追求真正的“民主共和”的新国家。辛亥革

命前后,启蒙越来越明确地向专制主义政治统治和封

建文化勇敢挑战 , 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了相当的影

响,否则无法解释武昌义旗一举,连最保守的士绅、旧

官僚们都能很快云起响应。这一现象恐怕不能只用

“见风使舵”来解释,启蒙所实现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显

而易见,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

主。辛亥的民主思想启蒙为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

埋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。

( 二) 政治启蒙的发展

从知识启蒙到政治启蒙,近代启蒙与后发现代化

国家强烈的国富民强诉求息息相关,政治启蒙与政治

运动不仅在目标指向上趋于一致,就是在具体的实践

中 , 启蒙运动与政治活动也有相当的重合 , 启蒙在很

大程度上以政治变革的思想宣传部分的面目出现。但

是 , 启蒙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 , 康德的一位追随者

约翰·亚当·贝克曾这样论述启蒙与革命的关系 :“如

果一个民族处于道德启蒙的这个水平上,无所畏惧地

按照普遍有效的法则来判断对错,那么对人的权利的

不断冒犯就会导致革命。这个民族了解它的责任和权

利,他知道应该要求什么和可以要求什么。⋯⋯只要

有一丁点儿的冒犯 , 这个民族就准备发起革命 , 因为

它对正确与错误的敏感已经变得尖锐,而且甚至因为

不公正的磨难而被激活。”[5]可见,他认为启蒙必须领

先于每一场革命 , 启蒙是一切政治革命的根源 , 只有

当启蒙发展到个人和民族能够认识到权利和责任的

时候,革命才有可能出现;尤其对于个人 ,其道德水平

只有发展到人性层面的种种不公正已经成为施加于

人的负担被具有了自由精神、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

个体意识到和感觉到,革命就不可避免了。在近代中

国, 政治启蒙显然还没有为革命做出这样的准备,启

蒙必然发展到更深刻的、主要指向道德层面的价值启

蒙 , 五四启蒙就是一场旨在为革命“补课”的“后政治

启蒙”[6]。但同时,启蒙也在政治运动中留下丰硕的果

实 , 由于近代中国启蒙的特殊性 , 启蒙与政治运动紧

密相连、互相促进 , 掀开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新

篇章。

二、政治启蒙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初

萌的最强音

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及自身所获得的积极

的政治成果,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。现代政治

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意识、政治文明制度、政治文明行

为等方面。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制度为基础,以

现代公民意识作为社会文化心理支撑及内驱力,政治

文明既是人们政治观念的更新, 更是政治规范的改进

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良性运作。因此,近代政治启蒙中

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, 对民主制度的向往 , 对新民

的呼唤,对现代国民取代封建臣民的企盼正是中国人

对现代政治文明追求的初萌,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政

治精神与政治行为合理化与现代化的趋向。

(一)由封建专制统治的蒙昧走向现代民主政治

的觉悟

对民主的追求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根本趋向,政治

文明体现着以民主为核心的实践价值和运行机制,在

西方,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启蒙运动的必然延

伸 , 西方近代启蒙不仅否定宗教神性 , 确立个人主体

意识 , 而且还有民主国家这一政治制度的建构 , 资产

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启蒙规划的现代文明在

政治方面的重要体现。

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,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被

打破,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来自西方的民主主

义观念,开始对封建国家和君主制有了清楚的认识和

深刻的批判。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一段话最具

代表性:“故欲行公法,莫要于张国势;欲张国势 ,莫要

于得民心;欲得民心,莫要于通下情;欲通下情,莫要于

设议院。”[7]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大胆批评封建专制、介绍

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,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

的第一人。戊戌时期,维新派们的变法主张已经触及

到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本,明确“变法之本,在育人才;人

才之兴,在开学校;学校之立,在变科举;而一切要其大

成,在变官制。”[8]变官制就是要改革封建专制政体,目

标直指确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。虽

然在政治实践中 , 改革是不断妥协的 , 宪法的宗旨被

限定在“君民合治”上,争民权始终和维护君权联在一

起 ;但就启蒙而言 , 戊戌的变法主张是对长期以来绝

对不可动摇的“祖宗大法”的改变,无论其实际改革效

果如何,政治启蒙使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跳出对传统

自觉服赝的窠臼,挑战权威,消解一元和绝对 ,开始了

由封建专制统治的蒙昧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觉悟。

百日维新失败后,虽然维新思想家在政治实践的

态度上有不同的变化, 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,对

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仍旧是这一时期启蒙的主旨。严

复在二十世纪初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

政治学说,继《天演论》之后,《原富》、《群学肄言》、《群

己权界说》、《社会通诠》、《法意》等陆续出版 , 大力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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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,认为中国富强的首要条件就是

使民众获得自由,享有各项权利,疾呼“吾未见其民不

自由者,其国可以自由也。”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主编的

《清议报》和《新民丛报》对西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哲

学、文学、教育、道德、史地和自然科学,著名人物及其

学说的广泛介绍评论,在当时颇有影响,他热情宣传民

主政治制度和自由权利,“自由者,权利之表征也。凡人

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:一曰生命,二曰自由。二者

缺一,时乃非人。故自由者,亦精神界之生命也。”[9]主张

“誓起民权移旧俗”,以民权兴国权,实现由君主专制的

封建王朝观向“主权在民”的资产阶级国家观的转变 ,

明确所谓国在于“有主权 , 有服从 , 人人皆主权者 , 人

人皆服从者,夫如是,斯为之完全成立之国。”[10]

辛亥时期,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揭

露更加尖锐,专制统治被指如同一座大监狱,“监狱之

刻 , 狱吏之惨 , 犹非笔墨所能形容。即比以九幽十八

狱,恐亦有过之无不及”。[11] (P375)同时,革命派依据西方

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、法权学说以及进化论的观点

在理论上论证封建君主政体的不合理性和建立民主

共和国的必然性;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中详细论

述国民应享有的自由、平等等权利。革命派借用《民约

论》的观点宣传自由、民主、平等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

权利,“暴君不能压,酷吏不能侵,父母不能夺 ,朋友不

能僭”。[12] (P310)推翻封建专制,“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之

政体”,建立民主共和国,才能“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,

以换回我生来之自由,以购来人人平等之幸福。”[11](P375)

1903 年邹容在《革命军》中提出推翻清廷 , 建立“中华

共和国”,满怀激情地高呼:“中华共和国万岁!”辛亥革
命胜利后 ,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, 颁布了完整意义

上的共和国宪法《临时约法》,其核心是从根本上将封

建时代的“家天下”变为近代意义上的“公天下”,国家

不再属于帝王个人,而属于全体人民的努力终于以宪

法的形式固定下来。

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,维新派和革命派在资产

阶级政治活动中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启蒙宣传 ,是摆

脱封建专制文化束缚 , 追求近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反

映, 是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演进的体现,政

治启蒙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得以民主政治制度

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文明广泛传播, 逐步深入人心 ,启

蒙为政治文明在近代中国的推进奠定坚实的思想基

础,其本身也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推进的重要体现。

(二)由封建臣民的蒙昧走向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
构成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单位是公民,公民意识的

启蒙与发展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

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,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

组成部分,是现代政治文明能否真正实现的重要社会

心理基础。近代政治启蒙所指向的现代公民意识主要

是公民自身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,

体现为主人意识和权利意识,即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

的主人身份,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和独立自主的个人

对于应享有的各项权利的认同和感知。

传统专制王朝中的民众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

性的臣民 , 现代民主国家要求的是遵守法律 , 享有权

利和负有责任的公民,公民是现代国家的主人。戊戌

时期,严复率先提出“鼓民力”、“开民智”、“新民德”的

启蒙思想。戊戌维新失败后,启蒙思想家从反思变法

失败的角度开始新一轮的启蒙,从对民主政治制度的

鼓吹转向突出个体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 ,注重提高个

体的力智德素质。梁启超认为,传统的专制制度造就

了毫无独立自由人格的臣民,这些臣民事实上处于奴

隶状态,只知服从,不知自由独立为何物 ,更不会独立

思考和行动。他们服从皇帝,服从古人,服从世俗的成

见 , 不会思考 , 不会怀疑 , 几千年专制制度之下 , 人们

对日积月累积淀成一种奴隶性而浑然不觉。自由是个

人摆脱奴隶的个体精神生命 , 是现代国民的基本要

素。新民要树立权利思想,敢于认定自己的权利,敢于

争取自己的权利。国家或政府,必须承认国民的权利,

保护国民的权利。他竭力宣扬“为政治家者,以勿摧压

权利思想为第一义 ;为教育家者 , 以养成权利思想为

第一义;为私人者,无论士焉、农焉、工焉、商焉、男焉、

女焉,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”。[13]康有为尖锐地

批判尊卑贵贱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,抨击使人不得自

由的君主专制制度 , 他将个人所享有的“自由、平等”

宣布为“几何公理”, 在康有为看来 ,“凡人皆天生 , 不

论男女 , 人人皆有天与之体 , 即有自立之权 , 上隶于

天 , 人尽平等 , 无形体之异也”, 人“各为一身 , 各有自

立自主自由之人权”[14]。被誉为“中国自由主义之父”的

严复说:“夫自由一言,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 ,而

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。”封建统治者“深畏自由”,专讲

“恕道”、“矩”, 实际上是提倡“去我”, 消弭自我意识 ,

使人们成为没有思想的奴隶 , 以利于他们的专制统

治。所以,中西之间的差异就是“自由不自由异耳”,疾

呼“民之自由,天之所畀”。当然,个体的独立自由并非

那一代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终极目标,个体独立自由的

价值在于它能带来国家的独立自由,独立自由的国民

是救亡图存的有效工具。即便如此,启蒙打开了整体

向个体开放的缺口,是对儒家传统“整体至上”观念的

猛烈冲击 , 其意义在于引进自由、独立的西方启蒙观

念,强调个体思想的自由、独立,其前提是每个人都有

“我物我格”的独立思考能力,这种能力就是启蒙追求

的理性。近代启蒙思想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独立自由

的个体的人的观念,为现代公民意识的萌发奠定坚实

的基础。

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加激烈地反

对封建专制统治 , 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, 国家属

于拥有自由、平等、独立权利的新国民。思想家们从议

会、立宪、共和这些上层的东西转而更加关注民主的

真正载体—民众,邹容等革命党人开始提出“国民”的

新概念,呼吁大力培养新国民,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 ,

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。“何谓国民? 曰:天使吾为民而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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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上接第 31 页) 故多因果之谈。”(《少室山房笔丛·九
流绪论》) 陈汝衡又从别一角度论述到这一点 , 他说 :

“从文学史去看,六朝以来大量志怪小说的产生 ,也就

是民间讲故事的人特别多的旁证。当时说书能手活跃

在民间 , 经过文人的记载 , 就丰富了这时期的志怪文

学,这点是不可忽视的。”李剑国说:“古小说的创作不

同于诗歌和散文的创作,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要经历

两个过程。前一个过程是口头形式的故事,后一个过

程是文字形式的小说。”[11]佛经故事和志怪小说共同具

有口语文学和口头传播的特点,这更增加了两者交融

的亲和力。

综上所述 ,“鬼神志怪之书”嬗变及“释氏辅教之

书”兴起均由东晋以来僧侣讲唱直接促成 , 佛教民众

化对中古民间文学的影响不可不谓大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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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能尽其为民者也。何谓奴隶?曰:天使吾为民而卒不

成其为民者也。故奴隶无权利,而国民有权利;奴隶无

责任 , 而国民有责任 ;奴隶甘压制 , 而国民喜自由 ;奴

隶尚尊卑 , 而国民言平等 ; 奴隶好依傍 , 而国民尚独

立”。强调“无权利者,非国民也”、“无自由之精神者 ,

非国民也”、“不平等者 , 非国民也”[12](P310);邹容明确指

出:“国民者,有自治之才力,有独立之性质 ,有参政之

公权,有自由之幸福,无论执何业,而皆得为完全无缺

之人。”[11](P375)可见 , 国民应该拥有人身自由权和参政

权 ;国民应担负起一个公民对国家应负的职责 ;国民

拥有保证自己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和为真

理而斗争的精神自由 ;公民有平等权 , 人人有合法的

生存权和自由竞争权。无论是在官民之间、男女之间、

还是夫妻、父母之间,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。这样 ,

“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得其平, 举国之人无一人不得其

所。”所以“不平等者,非国民也。”新的国民是自立的

而非盲从的,自主的而非随意的。“不独立者 ,非国民

也。”邹容等人心目中的国民,并非一般的民众 ,更不

是中国古代的“臣民”或“奴隶”, 而是有民族意识、国

家观念、参政能力、道德修养、知识水准的现代公民 ,

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。辛亥革命后,中华民国《临时

约法》第一次将公民权利写在根本大法上。当然,近代

中国, 新国民的培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 ,它

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交织运作的结果,尤其取决于经济

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从当时来看是很难实

现的,所以辛亥时期关于新国民思考的意义主要还是

体现在思想启蒙上, 由封建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 ,这

是中国政治启蒙的重要内容,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前

提和核心所在。

综上所述,中国近代的政治启蒙是反对封建专制

政治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,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

型的重要中介点和精神支柱,政治启蒙所追求的民众

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觉悟和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

正是启蒙规划的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。如果说 ,

近代启蒙始终遵循这样的逻辑,通过对封建专制制度

及思想文化的不断冲击、改造 , 铸造以自由、平等、民

主、理性等具有近代思想观念的新国民 , 从而建立一

个富强民主的中国 ;那么 , 启蒙与政治文明之路就通

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: 走出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文化中

国 , 走向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 , 摆脱奴隶性的臣

民束缚, 成为积极参与政治的、享有各项权利的 ,自

由、平等、独立的现代公民。在近代中国,启蒙与现实

政治密切相连 , 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时常合流 , 启蒙

既启个性之蒙 , 也寻求国家的独立富强 , 启蒙既是思

想变革的需要 , 也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需要 , 启蒙既具

有文化意义,也具有社会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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